一、渝东南土家族民歌资源发掘的两种学术倾向与概要评价

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渝东南土家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丰硕①，有关的民歌资源发掘，可以基本概括为旅游资源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两种学术倾向。

前一种倾向以《清早起来就上坡（渝东南民歌选）》为代表，编者意在帮助打造渝东南旅游品牌、推广渝东南旅游资源、适应大众文化消费。书中的“跋”，充满感情地谈到编选这本民歌选的学术思路：注重采用和体现“渝东南”乌江流域这个自然地域概念，“对一些作品的字句和段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取舍、考订和润饰……尤其注意雅俗共赏分寸的把握，放弃了一些非常生动，但‘儿童不宜’的情歌、风流歌的收录。同时，还选择一些固定的民歌框式，进行填词、扩写、改写，注入现实内容和情感，赋予时代气息和色彩。对个别现实需要急迫，搜集、改造、加工难度较大的民歌种类如祝酒歌，邀约热心的同志进行了新编新创。”“跋”文特别说明，本书民歌的分类、各个类别的配文说明与图片点缀，旨在增添条理和生气，“增添一些阅读方便和阅读快感。”而收入多首“完完全全”原创歌曲入民歌集，与乌江流域文化滋养产生的感情分不开。应该说，“跋”文的编选说明与本书给人的阅读印象是完全合拍的：精心设计色彩鲜丽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插画，摄影考究的自然、人文景观，简洁、有味的分类说明文字，别具一格的内文版式等等，生动再现出编者雅俗共赏的良苦用心。对于群众创造与文人提炼这两大民歌基因来说，编者大大发挥了后者主观能动性的文化传承功能。应该说，这不但遵循了历史上民歌流传的文人提炼制式，同时为宣传渝东南民俗风情、开发渝东南旅游资源作出了贡献。②

后一种以《黄杨扁担——重庆秀山花灯歌曲集》为代表，立足于民歌资源的生态保护意识，民歌选编尊重民间音乐的原形，让读者、研究者能从原始音乐中去了解它的本质。本书开篇的《编者心语》说，首先，秀山花灯音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当地交通不便，就地传承发展，养在深闺人未识，“保持着民间艺术本质的原生态和原汁原味”。正因为这个渝东南民间艺术的活化石存在，国家文化部才授予秀山县“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市政府才会确定秀山花灯为重庆市十大民间艺术之一、重庆市文化品牌、长江三峡文化长廊中的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其次，响应国家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号召，以唯物史观的眼光对待传统，尊重历史。对待民间音乐文化，“特别强调要把握住一个歌种、乐种、剧种的原生形态及其原汁原味的、浓郁的民族情韵，决不能以今天的审美标准及个人好恶来对待传统民间音乐的取舍”。第三，因为上述思考，花灯音乐形态的梳理，应尊重原形，“取其民间艺人的习惯称谓，按同宗民间音乐的母曲、子曲、变体的发展规律，归纳成秀山花灯音乐的三级分类法：一级为灯调、祝贺调、花灯歌、花灯小戏唱腔、花灯锣钹五大类；二级为每个大类中的母曲的子曲；三级是子曲的变体。”因此本书九种不同形态的《黄杨扁担》，充分显示出民间音乐的多变功能和丰富多彩。最后强调，“编者的指导思想是力图做好民间音乐的保护工作，读者对象主要是民间音乐的工作者、研究者的小众。《黄杨扁担》显然不是适应大众文化消费的通俗产品。虽然配上音乐磁带也可以大大打开市场销路，但商业效益原本就是我们面对秀山土家族民歌资源，兼顾的而非主要的学术目标。

如果说，《清早起来就上坡（渝东南民歌选）》可以归入民歌资源文化开发的文本类型的话，或者《黄杨扁担——重庆秀山花灯歌曲集》应该称之为民歌文化生态保护的文本类型。两种文本的价值都值得珍视，不可轻率否定。问题是，面对着重庆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渝东南旅游资源开发迅猛崛起的商业文化大潮，怎样能够坦然协调民歌的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生态保护的矛盾冲突，与时俱进地完成好渝东南土家族民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的文化保护工程？本文限于篇幅，相关命题不可能一一详细展开，仅仅在辨析民歌音乐属性的概念内涵基础上，提出渝东南土家族民歌资源的文化生态保护问题。

二、渝东南土家族民歌音乐属性的概念辨析及其生态保护观念

我国“六五”至“七五”期间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成果《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是在全国普查、田野作业扎实的采风基础上完成的。随着《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工程的“竣工”，国家再次提出抢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文化保护工程，引起各地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般地重复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工作的呼吁，而是立足于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当年推出《集成》的认知观念、工作经验及其学术成果，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推进《集成》限于当时经济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完成好的文化生态保护工程。重庆市著名民间文艺学者彭维金先生在《中国歌谣集成·重庆市卷》③的“序言”中，曾经前瞻性地阐释过编选总方案的科学性、全面性与代表性的三大操作原则：

（1）反复筛选，溯流追源，确保编选目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并可观其流传变异的情况；

（2）坚持思想艺术标准，照顾学术、民族和地区情况，注意重庆地方特色的保存（重视语言风格化的作品）；

（3）严格遵循统一体制，突出地方特色，尤其是后者进行六方面的探求——力图全面反映本地区劳动歌的各种形式，各种仪式歌的全过程，对歌、盘歌与赛歌的活动内容，以娱乐身心为主旨的“日白歌”创作及欣赏情景，有价值歌谣异文的汇集，写出游戏儿歌玩法介绍的附记等等。

而且在“凡例”之八，专门说明“编入流传歌谣曲调共18例”④。虽然相关“序言”因为“凡例”阐释的写作文体限制，民俗歌谣的民俗特征与音乐本质没有来得及做理论上的深入展开讨论，然而本书编选总方案原则的拟订，足见民俗歌谣的民俗特征与音乐本质的表里存在形式，编者是完全理解的。这是今天抢救渝东南土家族民间文化遗产工程应该珍视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民俗歌谣涉及到民间音乐问题，民间音乐资源的专门搜集、整理，是《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工程的工作内容，但剥离民间音乐的成分，民俗歌谣不会摇身一变成为所谓民间文学的“民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与民歌及其相关核心概念的内涵没有真正把握清楚之前，就投入民歌资源的文化开发工作，因为学术倾向的理论依据存在不足，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民歌资源文化生态保护目标的达成。

翻阅古代典籍，每每发现古人“诗歌”与“歌诗”概念经常混用而且不加辨析，但“诗”的文体区分从来都非常清楚，这就在于诗的文体形式虽然有一个在生活中逐渐提升成型的漫长过程，但是文体形式作为一种理念是相对稳定的。有没有这种理念，直接影响到“诗”与“歌”的文体判断。考察原生态的土家族民歌，不是仅仅剥离出文学成分予以审美观照，而是连同土家族民歌的生成历史一道研究，那就在观念上树立了民歌资源的文化保护意识，倾向于文化生态保护的学术思路。

观念的树立，首先是态度的问题，其次就是学理的认知及其理念的认同。清理中外诗学相关的理论资源，可以从学理上清楚辨析民俗歌谣、民俗诗歌与民歌是三个内涵大不相同的学术概念。简言之，民歌是现代汉语创造的词，古代汉语中并不通用，以之指导民歌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可能切断民歌的民间文化之源，成为创造主体张扬自我意识的工具，民歌资源的文化开发会因此简化为单纯的工作手段，不可能达成民歌资源的生态保护目的；民俗歌谣（即歌谣）是古汉语的词汇，与音乐不可分；民俗诗歌是民俗歌谣随着人类社会文化进化的精神产物，可以脱离音乐，作为民间形态的文学作品存在，但是它的源头在民间音乐。没有无源之流，离开了音乐源头的民俗诗歌，其文学特征难以从根本上说清楚。歌词作为诗歌的一种体式，是中国诗歌历史后期的产物。最古老的歌词是与诞生这种精神产品的文化生态共生在一起的。如果对民歌歌词的考察与其文化生态的历史考察能够做到同步进行，把握民俗歌谣概念的理论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最接近于原始生态的民歌是民俗歌谣，而不是歌词所属的民俗诗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诗学理论资源的认识：

1、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是两个内涵不可通约的学术概念。“民俗”作为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概念的共同构成词素，内涵似乎是基本相通的，可做以下两方面的理解：

第一、接受大众是区域性民俗环境中的普通民众、乡村俗民，理论上说与现代电影观众并不类似，属于未经教育，没有城市化或工业化的社会阶层。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作为民俗艺术，“是独立于变化莫测的市场条件，如竞争、广告、人为的引诱和时尚的飞快变化之外的。”⑤而真正的乡村俗民也并不用专业的美学标准来判断艺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满足实际需要和履行每天的习惯生活之外还创造了艺术，“每个民歌收集者从他自己的经验均可得知：当一个乡民被邀请唱歌时，就会打开他全部的节目单，既唱真正的民歌，也唱幽默歌曲，甚至还唱城镇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所有均混杂在一起。”⑥

第二、指称民间特定地域的风俗习惯、文化心态，它是构成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文化场的主要内容。参考我国著名民俗学者仲富兰先生《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⑦相关的理论阐释，在笔者看来，民俗文化“场”的存在也是由四个组合系统整合形成的，通常呈共时性形态，但切不可忽视其历时性的传承过程所造成的文化变迁的影响：（1）民俗象征符号系统的语言；（2）民俗知识制度系统的知识；（3）民俗实践活动系统的主体的人；（4）民俗心理性格系统的民俗心态。可见，“民俗”作为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概念的共同构成词素，内涵虽然基本相通，构词的含义区别不容忽视地明显存在。简言之，民俗文化生态的原始程度不同。民俗文化场历时性的传承过程所造成的文化变迁，就在于民俗歌谣的民俗较之民俗诗歌的民俗，文化生态的地域特征更原始，文化原始生态保存得更完整。似乎在任何一部人类文化史著作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丰富资料，限于论题本文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了。

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概念内涵的区别，也可以换一个理论角度得到确认。考察中国的诗歌发生史，朱炳祥先生说：“当具有诗性功能的原始汉语在人类的‘活动’中产生之后，仅为‘歌’‘诗’之车构造了第一个轮子，另一个轮子则是音乐为其构造的。语言与音乐的结合方能产生最早的诗歌，此时‘歌’‘诗’方能发轫。”⑧笔者认同闻一多先生关于原始“歌”“诗”关系的结论，即“歌”在前，“诗”在后：“‘意味’比‘意义’要紧得多，而意味正是寄托在声调里的。”⑨概言之，“歌谣”的艺术本质在歌（音乐性），“诗歌”的艺术本质在诗（文学性）。民歌是现代白话的语汇，古汉语的“民谣”，用现代白话“翻译”，就是民俗歌谣，歌咏是其基本表达方式。1979年版《辞源》“民谣”辞条解释说：“民谣，民众口头咏唱的歌谣”。“艺文类聚四南朝梁刘孝威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豫避光帝侧，乐饮盛民谣。’宋王禹称小畜集五和杨遂贺雨诗：‘若有民谣起，当歌帝泽春。’”而“乐”与“歌”都属于音乐行为，特定地域的民俗是其文化生态的存在形式与内容。

而且，歌谣语言成分的功能，与歌词的艺术表现要求相类：即区别于日常生活语言的“说”的语调、节奏，而具有可歌的音乐表现要求。《中国诗歌发生史》第118页的一例田野考察报告资料可以证明：（1）凡是保存原始文化较好的少数民族的话语方式中，歌唱占的比例比汉族大得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歌手，孩子也不例外。例如侗族，客人来了有迎客歌，敬酒有酒歌，送别客人有送别歌，婴儿周岁有贺生歌，结婚有贺喜酒歌等等。（2）凡是保存原始文化较好的少数民族话语方式中，在诗歌语言与日常的散文语言之间自由转换。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调查中虽然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事实：村民情之所至，他们就唱起来了，情之所至，他们就舞起来了，但歌谣语言与日常生活的语言区别仍然是明显的——正式的场合、情感浓烈的场合与集体场合用歌谣语言，日常生活语言类似散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则是说而不是唱出来的。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就其中的语言成分的区别，即可说明两概念的内涵是不可通约的。

2、可“歌”的音乐性是民俗歌谣概念内涵的第一要义

属于原始的“诗”的民俗歌谣，生成于中国诗歌历史上的音重于义时期⑩：从诗的最原始时期进化而来的原始民歌称之为歌谣，体现其歌的原始社会的文化创造形式；而原始生态的艺术活动与日常生活的民俗事象共生在一起，用“民俗”二字强调其生态环境的原始文化特征。中国历史上“诗”的音都先于义，音乐的成分是前原始的，语言的成分是后加的。民俗歌谣的“诗”开始有调而无词，后来附词于调；附调的词本来没有意义，到后来才逐渐有意义。词的功用原来仅在应和节奏，以后文化渐进，诗歌作者逐渐见于音乐的节奏和人事物态的关联，于是以事物情态比附音乐，使歌词有节奏音调，还有意义。融合音乐和语言的表现功能，是民俗歌谣的“诗”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民俗歌谣因此具有如下特殊之处：词皆可歌，在歌唱时语言弃去其固有的节奏和音调，而迁就音乐的节奏和音调，如是调为主，词为辅，即音重于义。词直接取自鲜活的民俗生活，现成而通俗，也因此往往很鄙俚。

民俗歌谣向文人诗歌转变，也就是形式粗放的民俗歌谣演化为形式精致的艺术诗时期，诗歌作者由民众转变为文人。历史提供的事实是，文人做诗最初好以民俗歌谣为蓝本，并且习惯沿用流行的谱调，整理流行的歌词，虽然力求辞藻的完美，却不是一开始就立足于原创。这种改造的结果是，供歌唱的民俗歌谣，因为文人兴趣重心由歌调转向歌词，歌词逐渐变为艺术创新关注的中心，歌调被冷落，民俗歌谣转向民俗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词的文学性取代音乐性的位置，音义主从关系质变为义音主从关系。文人兴趣虽然更关注词的文学性，却与文化生态的民俗环境直接干系，在彻底形成文人诗体式之前，学理上以民俗诗歌的过渡形态存在。（11）

古汉语中，“歌词”、“歌诗”与“歌谣”的第一个义项分别为：歌曲的文辞；演唱诗歌；以曲合乐伴奏者（歌）和随口唱者（谣）。（12）总之，音乐曲调的作用是根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从上述音义关系转化过程的阶段特征看来，音义开始存在对立统一关系、民俗文化生态语境中的民俗歌谣，学理上可以断定为原始的“诗”的初级形态。诗歌进化历史的义重于音阶段，用民俗诗歌取代民俗歌谣概念，似在强调歌调的冷落突显出歌词的重要，民俗歌谣被文人借用有了艺术表现的新内涵，音义关系转化促成义的相对独立而生成民俗诗歌。现代通用的诗歌概念，突出的是诗的文学本质而非歌的音乐属性。朱光潜先生说过，以一般民俗歌谣与祭祀宴享诗比较，完全可以推断《诗经》收录的作品产生时期，还是音重于义的原始“诗”的发展时期。《诗经》原初作品的最大功用在于伴歌音乐，离开乐调的词，在起始时似无独立存在的可能。孔子时代的《诗经》，处在凋亡之后的阶段，已经由原初的音重于义时期，过渡到音义分化时期了。文化原生态民俗歌谣的“诗经”，是经由夫子的整理而质变为民俗诗歌的《诗经》的。由是观之，民俗歌谣概念内涵的理解，首先应该把握的是其可“歌”音乐性功能的界定。

3、现代汉语创造的“民歌”一词，其内涵成为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概念内涵的组合，作为现代汉语通用的日常生活话语，使用它为核心的学术范畴必须重新界定阐释。

200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民歌”一词的解释，包括口头文学的文学（诗歌）和音乐（歌曲）两个内容，而不仅仅是文学（诗歌）。（13）现代汉语的民歌概念不加学术界定就直接运用于学术活动，可能出现的失误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民间”指示的使用范围含混不清。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的“民间”，是特定地域传承、发展的民俗文化生态区间；而现代汉语“民间”的第一义项是与庙堂对立的“非官方”的意思，民俗文化生态的重要内涵已经不是这个词的现代义项了。其次，将上述民俗歌谣的音乐成分与民俗诗歌的文学成分剥离出来，重新组合成民间口头文学的基本艺术特征，因为缺失诗歌艺术文化的发生学依据，与文化历史发展的事实不符而容易在运用中产生歧义。日常话语中的“民歌”既是民间文学的民俗诗歌，又是民间音乐的民俗歌谣，应该说这种内涵认同的约定俗成自有它的道理，但因不符合民歌的发生学规律，直接以之为理论依据指导采风，可能要出大问题。民俗文化场诞生的民歌，其文学性与它的音乐性是共生在一体的，脱离民俗音乐载体的民歌可以诗歌的歌词形式存在，但是它的文学性已经不是民歌的文学性了。

符号美学已经从理论上透彻地认识到歌词的上述美学属性。苏珊·朗格指出，诗歌与歌曲如果以一种艺术类型存在，将不是诗歌而是音乐作品。当歌唱中一同出现了词与曲的时候，曲实际上吞并了词，“它不仅吞掉词和字面意义上的句子，而且吞掉文学的字词结构，即诗歌。虽然歌词本身就是一首了不起的诗，但是，歌曲绝非诗与音乐的折冲物，歌曲就是音乐。”（14）民歌虽然也属于一种歌调的音乐形式，但其内中的歌词不是以诗歌的独立文学形式存在的。歌调的音乐形式，的确从一首歌词开始，但这样做主要为了从其中取得规制的音调图式，以构造一个简单的独自的旋律，可以不唱歌词，也可以和着任何跟它的韵律相同的诗句演唱。歌调的特点既不悲哀也不欢快，却可以根据不同歌词所体现的情绪来决定自己的特殊情调。就是在词可以自由改变的地方，仍被曲调同化成一种影响音乐的因素。“词的清晰发音，它们提供的发声因素就是音乐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文学感染力。”（15）一般而言，诗歌杰作的创作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它的完整形式在各方面都充分考虑过，诗情的完满展开在追求境界的过程中实现，难以从头开始，彻底转变为没有独立形式的音乐成分。因此，诗歌杰作往往不能成为歌词杰作。相反的事实是，一首二流诗歌，由于音乐更容易吸收它的歌词、形象和节奏，可能谱曲成为优秀歌词。但是，“不论词有什么样的特殊功能，它们通常都将成为歌曲基质的组成部分”（16），即质变为音乐成分而不是诗歌的文学成分。将民歌的文学成分从音乐本质属性中孤立抽象出来，显然丢掉的正是民歌的艺术本质。可能也是基于以上类似的理论思考，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阿诺德·豪塞尔《论民俗诗歌的历史》文中的概念运用特别讲究：从民俗艺术的文化生态特点开始，介绍民俗诗歌对于乡村俗民的娱乐本性；在与艺术诗歌的对比中分析民俗诗歌的审美趣味和原则，民俗诗歌的抒情诗种类及其集体性即兴创作的起源方式。最后得出这样的学术结论：现在掌握的欧洲民歌，“没有一首是在十一到十三世纪抒情诗歌时期以前的”（17）。失去了民俗音乐的载体，民歌的起源离开了民间文化生态的母体就不可能阐释清楚了。

渝东南土家族民歌资源面临的更严重可能是，剥离民俗诗歌的文学成分使之充当民歌的本体存在方式，理论视野的不自觉偏执，会漠视民俗诗歌赖以生存的民俗文化场及其生态保护的时代意义。与民俗歌谣断绝了文化传承关系的民俗诗歌，当然可以轻松步入学者的研究室，供其解剖分析、著书立说，然而时代赋予的民歌资源生态保护工程的文化使命，就只能坐视不管了。重庆市渝东南旅游资源的大开发正在密锣紧鼓地稳步进行，民歌资源因为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而首当其冲，我们却可能因为观念的局限，无所作为，无动于衷！反思我们头脑中现存的民歌观念，是当务之急！

综合上述的有关思考，我们认为，渝东南民歌搜集、整理（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必须高度评价的，但其学术思路亦存在相关理论依据不足的现实问题。现代汉语的民歌概念，只是日常生活话语使用内涵的简单组合，缺少学术界定的学理阐释，是不能直接充当民歌研究的理论依据的。从民俗歌谣到民俗诗歌，是民歌发生历史从“歌”到“诗”的两大阶段，而且都与音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民歌资源文化生态保护观念的要点有三：（1）正视民俗歌谣的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形态；（2）可以关注民俗诗歌的文学内容，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民俗诗歌与民俗音乐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3）民歌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是民俗歌谣而不是民俗诗歌。一言以蔽之，珍视民俗音乐原生态中的歌谣形态，是民歌资源文化生态保护观念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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